
152     总第四三五期

“城市叙事”指的是围绕城市展开的各种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学”的概念相比，它更具包

容性。①中国的城市叙事由来已久，其作为空间背景、结构要素与文化想象长期存在于中国文学

中，向上可追溯至《诗经·大雅》的《灵台》与《楚辞·九章》的《哀郢》，中经两汉的都城赋与

魏晋六朝的都城笔记，在宋元时进入话本与风俗志的民间视野，至明清，小说缘城而起，因市而

兴，对城市民众的思想情感及娱乐审美的全方位表达使其成为城市叙事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概而

【内容摘要】　城市叙事具有地理空间描述与文学想象的双重属性，而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

学视角的交叉学科，可将其理论观点系统融入城市叙事研究的阐释框架和学术路径，探

讨地方传统、历史想象与空间记忆对城市叙事创作与接受的深层影响，并且在中国城市

叙事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变革之间构建起一脉贯通的研究参照系。借鉴影像学中的观察逻

辑，城市叙事研究可构建起“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四级视角，“远景”致力于宏

观文学地图的绘制与文学生态分野的辨析；“中景”聚焦城际互动的“双城”现象，揭

示其文化对话机制；“近景”深入单一城市内部，追溯其从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

说的文体演进与空间意义的积淀过程；“特写”则剖析具体空间场景的符号化意义与空

间生产的无限可能性。研究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勘探、激活并重构城市独特的叙事研

究范式与精神图式，推动城市叙事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语境，为构建

本土化的空间诗学提供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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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中国古典城市叙事的演变格局，即宋前是雍容典雅的“都城圣咏”，宋元是俚俗活泼的“市

井俗调”，明清则是世情百态的“城镇和声”。而若以现代城市叙事所关注的工业文明表征的城市

图景为考察尺度，在晚清《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一批“海上”系列小说中，都市空间

的繁华景象及其构筑的压抑疏离感，被资本竞争与消费主义激发的焦虑心理②等，不断在叙事中

被强化。20 世纪 20 年代后，“新感觉派”小说家崛起文坛，以上海都市景观为书写对象，既呈现

其驳杂陆离的视觉表象与急促紧张的生活节奏，亦深入描摹都市人的内在欲望波动，其都市书写

已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有学者指出，城市叙事研究以现代性为主导性标准，在塑造特定问题

意识的同时，也无形中构成了学科内部的认知壁垒。③其结果就是，随着“现代性”定义的西方化，

学界开始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即使是城市人写的，写的也是城市里的事情，但

不能算城市文学”④的声音，“现代性”成为一种垄断性标准，湮没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和特

殊性。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现代性分析固然重要，却难以全面覆盖中国城市叙事所承载的多元文

化属性与价值取向。中国城市叙事研究显然不能隔断城市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联，这一传统不仅

关涉现当代城市小说业已形成的研究范式，更指向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笔记、唐传奇、宋话本

和明清小说中的城市叙事等前现代的文学传统。

那么，如何立足中国城市叙事的实际展开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中由版图复原、场景还原、

精神探原三大研究路径所构成的“三原论”⑤为中国城市叙事研究提供了一条系统而深入的学术

理路。本文拟借鉴影像学语言中由远及近、由宏入微的观察逻辑，通过四种不同层级的视角分析，

提出中国城市叙事研究的“四景切换”论，推动其全面融入本土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所谓“四景”，

即城市叙事研究视角的“远景”“中景”“近景”与“特写”：“远景”是为全域概览式的研究视角，

旨在构建由城市叙事的多元发展而形成的文学地图，呈现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学版图上由城市叙事

的分化而形成的文学生态分野 ；“中景”是为城际互通式的研究视角，旨在发现城市发展史上那

些或彼此互补、或鲜明对立、或遥相呼应的“双城”现象，揭示双城叙事的文化互动机制 ；“近景”

是为城市写照式的研究视角，剖析城市叙事自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叙事演变，阐释其

经由空间意义叠加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 ；“特写”是为场景细描式的研究视角，旨在挖掘城市

叙事中的典型空间场景及其象征意义。就学术命意而言，这四种视角的切换旨在形成一条从现象

到本质、从空间描摹到精神揭示的逻辑链条，推动城市叙事研究向更具学理性的空间诗学升华。

远景－全域概览 ：城市叙事版图与文学生态研究

城市叙事的“远景”研究，要求将视野从单一的文本或作家抽离，提升至一个宏观的、全域

性的高度，如同站在高空俯瞰大地，观察山川河流的走向与城镇聚落的分布。这种范式旨在绘制

一幅动态的“文学地图”，⑥将散落在浩瀚历史与广袤疆域中的城市叙事作品进行空间化的组织与

呈现，从而揭示出中国城市文学版图上因地域差异、文化分野和时代变迁而形成的独特文学生态。

通过构建“文学地图”，可以考察中国城市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汇聚于哪些文化区域，区域之间

如何互动，以及文学资源的流向与“势能”如何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全球视野是对城市叙事的版图研究所能持有的最远视距。它要求将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城市与

城市群视为一个彼此关联、相互参照的宏大网络。晚清小说在对这一网络的文学呈现中，初步显

露出一种全景式的“世界城市”观念。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环球旅行者、外交官与商人，他们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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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与视野串联起从伦敦、巴黎、柏林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地理空间，其叙事本身便构成了一幅

动态的全球文学地图。这并非简单的二元中西对比，而是试图在文学中勾勒并理解由不同文明板

块、发展梯次与文化特质的城市群所构成的世界格局。

这一全球城市图景的建构，常通过小说人物的游历与评述来实现。如在晚清科幻小说《月球

殖民地小说》中，主人公乘坐热气球周游世界各大城市，包括中国北京、广州与美国纽约、英国

伦敦、日本东京、印度孟买等，其间所见中国与西方（或西化国家）的城市景观，在现代性与文

明程度上体现出鲜明差距——纽约的都市景观“好比是画图一幅，中间四五十处楼房，红红绿绿的，

好比那地上的蚁穴、树上的蜂巢 ；那纵横的铁路，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纹”；⑦而遍览北京，虽然城

中也是“管弦丝竹，热闹异常”，但城市照明依然依靠烛火纱灯，人烟辐辏之地，或为唱京戏的“四

喜名班”，或为斩首志士的“刑部衙门”，整座古城依然昏沉在愚昧、落后而封闭的现代前夜。又

如《淞隐漫录》的《海底奇境》⑧一篇中，聂祥生携多国译员在欧洲十数国间“游历几周”，其行

程本身便是一次对欧洲城市群的文学勘探。他对瑞士山水“尤所心赏”，又与瑞国女子兰娜交往，

获赠法宫珍宝，此等情节不仅呈现了异域风情，更通过人物的流动与见闻，将巴黎的宫廷繁丽与

瑞士的湖光山色置于同一叙事视野中进行品味与比较，体现出西方城市群的内部差异。作者王韬

曾周游欧洲列国，在《漫游随录》中，他用“别一世宙”“别一洞天”等词来形容这些西方现代

城市对其造成的强烈震撼 ：“既抵法埠马塞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若里昂、若巴黎，名

胜之区，几不胜纪。逮至伦敦，又似别一洞天。其为繁华之渊薮，游观之坛场，则未有若玻璃巨

室者也。”⑨这类宏观的评论直接出自小说作者之口，形成一种总括性的“世界城市论”。陆士谔

在《商界现形记》中也借叙事者之口夸耀 ：“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吾谓英之伦敦未

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⑩此种将上海与伦敦、巴黎直接并列比较的

豪语，其背后即一种将中国新兴通商口岸置于世界著名都市序列进行评判的全球城市观。

若将视野向内收聚，在游历经验遍及天南地北的小说家创作中，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的多个

城市所呈现的多元文化面貌与叙事倾向也足以建构起文学版图的复杂生态。以吴趼人所著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例，其叙事空间几乎覆盖晚清所有重要城市，尤以广州、上海与北京为

叙事轴心，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意涵与叙事功能。广州作为小说中风俗考察与社会文化缩影的空

间载体，其描写深具地域特质。如第二十三回所记香云纱，乃广东特有织物，第三十三回述及专为

外人提供情色服务的“咸水妹”，第五十九回详载粤地银圆流通之俗，即所谓“烂板”与“光板”之别，

以及“贴水”之习，此类细节非熟谙粤地民情者不能道。上海则作为新兴都市与“怪现状”的高发地带，

呈现出先锋性与传统性兼有的复杂特征。小说既记载了大量以上海官民为主体的丑闻轶事，亦凸显

该城作为时代前沿所特有的新鲜元素。新旧杂糅、华洋并存的新闻事件共同形塑了上海独特的城市

气质。吴趼人借文中人物文述农之口点明 ：“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倘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

闻还多着呢。”⑪小说由此展开讲述了“总巡行私政”“东洋照会”“巡捕泄私恨”等故事，不仅勾勒

出上海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媒介属性，亦暗示其作为现代性经验温床的叙事潜力。北京在小说中则成

为落魄贵族与帝国余晖的象征空间。吴趼人一方面刻画旗人权贵养尊处优之态，如神机营兵丁出行

必有仆人携鸦片烟枪随行，手执鹌鹑囊或臂架猎鹰，尽显特权阶层的奢靡做派 ；另一方面，更以细

腻笔触揭示皇权衰微背景下旗人群体的困窘现实——如借蘸唾沫写字以偷食桌上芝麻的细节，在滑

稽表象下暗含阶层没落的悲凉。这些没落旗人的怪诞行径成为晚清政治困局与文化危机的隐喻，折

射出帝国体制整体性溃败的时代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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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在为《京派小说选》编写前言时，对多元化、非均质化的地域文学生态寄予厚望 ：“每

一个文化地域绝非注定便能产生一种文化或文学的流派的。如果历史让它产生了，这个流派虽然

很难囊括这块土地上一切纷繁的文学现象，却实实在在可以成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⑫而若将城

市叙事所映照的不同城市板块以话语共存的形式整合起来，“不同作品中诸多单一的城市‘小地图’

可以整合成超越地方、横跨时空的精神‘大地图’，从而为总体性的中华文化大场域增色添彩”。⑬ 

通过这种“远景”式的叙事现象揽观，可以发现，中国任何时期的城市叙事皆非一个均质化的整体，

而是一个由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学生态区”构成的复杂版图。每个生态区都有其核心城市、主导

性叙事主题、标志性空间意象和独特审美品位。这些生态区之间，既有分野与隔阂，更有交流与

融合。文士的宦游、商人的逐利、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如同无形的水流，在这片文学地图上输送

着思想、文体与故事，从而引发了文学生态的演替与变迁。此外，这一研究路径还可有效分析 20

世纪以来中国城市格局巨变对文学版图的重塑，探究经济转型、人口迁徙、媒介变革等因素如何

影响当代城市叙事的主题偏好、风格流派以及传播接受的地域性特征。

在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南北的许多重要城市各自经历了崛起与转型、复兴与萧条

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城市风貌和文化心理。忽略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巨大的发展格

局，抽象地谈论现代性、都市病等城市叙事的总体特征，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以偏概全。有学者指

出，“新时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已经逐渐从城市经验的生活话语中逐渐生长并强盛起来，其最

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即是从“走向世界”回到“中国故事”，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⑭随着北京、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深圳、台北等地作家自觉开展城市叙事的文化寻根，为城市文

学梳理历史传统与文化谱系，城市叙事中自给自足的话语腔调、地方知识与时空记忆逐渐融汇成

一个个意义集合，并经由文学转译为《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繁花》中的上海、《烟火》中的

天津、《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咸水歌》中的广州，等等。一种新的城市文学生态谱系逐渐成形。

因此，构建城市叙事的文学地图，并对其背后的文学生态进行研究，是理解中国城市叙事历

史脉络与宏观态势的第一步。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跨地域”的整体视野，将城市置于广阔的

地理与文化网络中进行定位，而不是将其视为心灵与意义的孤岛。只有在宏观“远景”之下，才

能准确地把握每座城市及其关联的每部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位置与意义，也才能为

后续的“中景”“近景”与“特写”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空间坐标系。

中景－城际互动 ：双城叙事的诠释活力与研究图景

在“远景”所构建的宏观文学地图的基础上，“中景”研究将焦距拉近，从全域概览转向城

际互通的比较分析，深入探究城与城之间的动态对话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众多城市并非

孤立发展的“点”，而是常常两两配对，形成或紧密关联、或鲜明对立、或遥相呼应的“双城”

关系。这种“双城”现象打破了线性史观，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叙事动能，如同一组组镜像或对话，

通过比较分析其在主题、意象、风格上的异同，可以有效揭示其背后折射的时代变革、文化碰撞

与价值冲突。⑮因此，“双城叙事”可以成为极富活力的研究范式，通过考察两个城市的相互参照

与张力关系，可以揭示单一城市研究难以抵达的深层文化蕴涵。

最典型的“双城叙事”莫过于都城更迭所引发的文化想象变迁，⑯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两

宋的汴州和杭州、明代的北京和南京等。两宋之际最具代表性的“双城叙事”表现为汴京与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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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映像中的承转离合。这一叙事转向不仅标志着地理中心的位移，更折射出中国近世城市空

间的重要变革。宋代城市格局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商业化、平民化转型，这一转变在话本小说中被

凝练为北宋东京的“梦华追忆”和南宋临安的“世俗风情”两种叙事范式，共同勾勒出中国城市

文学从士人浪漫想象向市井日常书写的重大转变。汴京作为北宋都城，其形象在南渡后的文学叙

事中被赋予浓郁的怀旧色彩，如《宣和遗事》记载“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

师师宴饮于此，⑰使这座酒楼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历史意蕴。此外，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

等城市笔记与《宣和遗事》等话本小说中，开封城的节庆活动与四时游乐总是被描绘得人声喧阗、

鱼龙漫衍，而尤以上元的五夜灯市最为繁盛，如《戒指儿记》所述 ：“不觉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

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锣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⑱开

封城灯火辉煌的不眠夜连接着一个时代的盛世梦想，而遗民的都城“梦华录”则凝结为一种在后

世时时被唤醒的时空记忆体与城市精神图式。

随着政治中心南迁，临安在承袭汴京风习的同时，也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叙事。《武林

旧事》记载，“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

之号”，⑲此语道出了临安消费文化的兴盛。临安的商品经济呈现出比汴京更加成熟的流通型特征，

丝织业尤为发达。《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吴家丝绵铺“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

的经营模式，以及《错认尸》等多篇话本对机户活动的记载，印证了江南地区加速的城市化与商

业化进程。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四百十四行”之多，形成了川广生药市、金银市、

珍珠市等专业市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活力。与此同时，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深刻

变化。以《西湖三塔记》为例，小说叙主人公奚宣赞清明踏春的游迹，其地理方位刻画尤为细致 ：“奚

宣赞得了妈妈言语，独自一个拿了弩儿，离家一直出钱塘门，过昭庆寺，往水磨头来。行过断桥

四圣观前。”⑳说话人努力以城市实有地标建筑与空间格局唤起听众亲切的现场感，使穿行于街头

巷尾的市井细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而这种叙事重心的下沉，标志着受众从文人精英逐渐向市井平

民的过渡，反映了一种由城市转型所推动的文化权力在社会阶层中的微妙转移。

如果说开封与临安的对照呈现了古典时期政治中心转移带来的文化变迁，那么，扬州与上海

的“双城记”则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阵痛与梦想。在清代中期以前，扬

州是繁华的代名词，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人生理想的终极归宿。作为盐商聚集地和南

北漕运的枢纽，扬州文化以享乐、精致、奢靡为特征，尤其“和风月紧紧捆扎在一起”。㉑明清小

说中的扬州就是一个由园林、瘦马、画舫、戏曲构成的风月空间，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陶

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中所言 ：“从来仕宦官员，王孙公子，要讨美妾的，都到广陵郡

来，拣择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撞来撞去。”㉒前现代的扬州叙事代表了传统农业帝国

的商业文化所能达到的极致繁华。然而，随着晚清国门被打开，上海作为新兴的通商口岸迅速崛

起，取代扬州成为新的“东方魔都”。晚清的谴责小说和狭邪小说中，叙事舞台悄然从扬州转移

到了上海。与扬州的传统与封闭不同，上海的繁华是现代的、开放的、生产与消费并存的。在《海

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海上尘天影》等“海上”小说的叙事场景中，充满了洋行、工厂、石

库门、跑马厅、电灯、自来水等现代性景观，叙事主题也从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转向买办商人

的投机冒险，知识分子的启蒙求索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上海的叙事充满了矛盾与张力 ：它

是文明的窗口，也是罪恶的渊薮 ；是希望的灯塔，也是绝望的深渊。从“扬州梦”到“海上繁华梦”

的变迁，不仅是城市地位的兴替，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宗法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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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代表了旧式都市繁华的终结，而上海则预示了新式现代性的开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

中国城市命运转折的时代寓言。㉓

将“双城叙事”作为一种城市叙事的研究范式加以运用，其真正价值不在于确立某种稳固的

对照体系，而在于揭示一种流动的、充满生产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现当代城市叙事而言，“双城”

模式更是分析城市关系网络及其文学表征的利器。比如广州与深圳就是一对为当代学者所津津乐

道的“双城”，这两座常被置于“传统”与“现代”、“积淀”与“创新”二元框架下的城市，其

文学实践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它们不断溢出并重构这些预设的边界。广州的城市写作如欧阳山《三

家巷》、阿菩《十三行》、林棹《潮汐图》等，总是离不开对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云蒸霞蔚之岭

南风雅及“十三行”时期社会面貌的追溯，但这并非一种对岭南古风的单纯怀旧，其“尚古”本

身即一种面对剧烈现代性变迁的回应策略，是一种在断裂中寻求连续性的文化实践。《潮汐图》

对前现代广州以及十三行中西交流景象那铺排恣肆的描绘，仿佛预示了“千年商都”在改革开放

后将会绽放的那一番环境包容、商业繁荣、文化多元的社会景象 ：“有十三商行夷馆，收留寰球

番鬼和番鬼公司。有海皮四街 ：联兴、同文、靖远、猪巷。猪巷正名新豆栏，人家叫来叫去叫成

猪巷应该有个道理……有花旗鬼沿江岸踩独轮车。有装载褪骨鸡、蟹肉汤的大餐盘向廊上飞驰。

有唱诗班、白兰地、八枝吊灯。有让人大开眼界寰宇的一切……”㉔而深圳的城市文学如南翔《伯

爵猫》、邓一光《深圳蓝》、谢宏《纹身师》、吴君《同乐街》等，也远不止“移民进城故事”的集合，

它聚焦现代都市生活、移民文化、科技发展、青春活力等主题，通过城市叙事开展一场关于“未

来”如何被想象、被建构的美学实验。二者的关系，并非静态的对照并置，而是构成了一种持续

的、双向的“翻译”过程 ：广州将其历史深度转译为当代语境中的可读文本，深圳则将城市化、

全球化的流动经验转译为地方性的叙事。在此意义上，两座城市的作家群体，实则共享一个庞大

而复杂的“写作场域”，他们的互动更像是一种在不同端口对同一核心命题——“岭南记忆”与“湾

区认同”㉕——进行的并行处理与相互参照。

综上所述，“中景”式的双城叙事研究，通过引入一个参照系，极大激活了城市叙事的诠释潜力。

它将城市从一个孤立的文本，转变为一个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推动学者去思考城市之间的“互文

性”。无论是都城更迭、经济中心转移，还是文化风格对峙，双城叙事都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

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图景。

近景－城市写照 ：从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文体衍化

当研究的镜头从“中景”的城际互动进一步推近，便进入了“近景”的城市写照。此维度以

文学地理学中的“场景还原”为理论参照，深入单一城市的形态、历史和文化内部，进行“地方

性知识”的深度考古——通过追溯其叙事传统从城市志（描绘城市空间框架与建制）、文人城市笔

记（捕捉人文风俗与城市传奇）到近现代和当代城市小说的文体衍化，剖析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

品格如何在物质、人文、记忆三重空间的叠加互动中被历史性地书写。这种研究不再满足于宏观

的比较或外部的关联，而是致力于揭示一座城市“自我言说”的内在逻辑。

在前现代中国，最早也最系统地书写城市的文本，当属地方志中的“城市志”。与一般方志

出自先秦诸侯国史、在《越绝书》《华阳国志》后形成范式㉖的历史渊源不同，城市志的祖脉或可

追溯至《周礼》，其《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径、九纬，经涂九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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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市、朝一夫”㉗等内容，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理论。不过，专

门以特定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城市志却出现得较晚，一般学者认为成书于东汉，魏、晋、隋、唐间

又有增补的《三辅黄图》也许是中国城市志最早的开端。㉘在《三辅黄图》的影响下，后世产生

了许多有关长安的城市志，其书写内容逐渐从城市建制、布局、功能等城市学话题扩散到都城遗事、

市民生活、市井传说等故事层面，其较著者如唐张澍《三辅故事》，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吕大

防《长安图记》，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长安

志以外，北宋周应合《建康志》，南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临安志》，元代《金陵志》也产生

了较大影响。早期依据城市志进行写作且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当属左思的《蜀都赋》。左思

有感于此前京都赋作品的“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总序中表达了“贵依其本”“宜本其实”的

写作主张，正是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导下，《蜀都赋》的创作与方志产生了深刻的内容联系 ：“其

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 ；魁梧长者，莫非其旧。”㉙

为此，左思遍览方志群书、多方求证，做到有本可依、有实可考，赋中对于蜀都宫殿的描写几乎

成为研究三国时期蜀地建筑的唯一史料。有学者就指出 ：“刘备、刘禅在成都，怎样建成一个国

都的规模，史书已经完全失载了，仅仅依靠左思这篇赋才可以知道一点大概。”㉚

作为一种官方修撰的文献，城市志的叙事具有客观化、知识化和空间化的特点，它以一种百科

全书式的笔法，分门别类地记录一座城市的建置沿革、城池宫室、山川地理、风俗物产、人物传记等。

其空间呈现方式是地图式、区划式的，旨在提供一种全景的、可供查阅的“空间信息”。在城市志中，

空间是稳固的、分类的、非人格化的。尽管其中也包含人物与事件，但它们往往是作为空间的附着

物而存在，服务于对该地域“地灵人杰”的印证，缺乏连贯情节与主观情感。总体而言，城市志提

供了关于一座城市最基础的“物质空间”框架，但它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叙事。

与官方恢宏的城市志并行发展的，是文人私撰的、带有强烈审美倾向的“城市笔记”。这类文 

本，如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唐代孙棨的《北里志》，宋代李

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代表

了城市叙事的“人文空间”的系统呈现。与城市志的宏大、客观不同，城市笔记的视角是私人的、

感性的、片段式的，作者往往以“亲历者”或“追忆者”的身份，记录城市的四时风物、市民生

活与风俗逸闻。其叙事结构是散点透视的，由一个个独立的“场景”或“条目”拼接而成，如“御街”“瓦

舍”“酒楼”“夜市”等。空间在这里不再是抽象的地理区划，而是充满了人的活动、声音、气味

和情感的“场所”。就城市笔记的发展规律而言，其故事性与情感浓度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强化。

宋元时期是城市笔记在叙事演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点，其对城市节庆、时令、轶事的书

写往往与城市历史、市井格局与城市生活的细节高度结合。如《武林旧事》卷三《祭扫》叙杭城

居民清明踏春的盛况 ：“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

大家则加枣 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

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

归。”㉛这段记载中提供的节庆时令、地域空间与人物行程信息为读者视角的代入设置了一个有效

的切入点，读者可以随作者脚步“漫游”于城市街巷之间，体验其独特的城市节奏与生活质感。

城市笔记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人文肌理”，使城市从一个静态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动态的、

充满人间烟火的综合生命体。然而，城市笔记的叙事仍然是碎片化的，它捕捉“瞬间”与“场景”，

却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命运与情节线索，城市生活被呈现为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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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城市笔记在积累城市人文细节的同时，也为更具结构性、复杂性的城市叙事奠定了基础。宋

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勃兴与“说话”艺术的盛行，以城市为叙事中心的话本小说开始萌芽。以《西

湖三塔记》《金明池吴清逢爱爱》《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为代表的宋元话本小说，已初步展现出

依托特定城市空间格局与文化记忆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特征，形成了早期城市小说的叙事传统。不

过，这一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围绕都城展开，数量有限，且题材多集中于爱情和志怪，对世情百

态的描摹尚欠深度与细腻，城市作为叙事动力的潜能还未充分释放。明清时期，城市小说在宋元

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与全面成熟。这首先表现为作品数量的激增与叙事地理的拓展。例

如，《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专述杭城的作品，其故事容量与城市细节的密度已远超宋元同类

题材。更重要的是，小说叙事的目光投向了更多具有文化个性的城市 ：如《南朝金粉录》写南京、

《风月梦》写扬州、《儿女英雄传》写北京、《蜃楼志》写广州、《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写 

上海，等等。明清城市小说不仅继承了城市志的“空间框架”与城市笔记的“人文细节”，更通

过连贯的人物命运与复杂的情节网络，将物质、人文与记忆三重空间有机融合。城市在小说中不

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逐渐演进为具有内在品格、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物命运的核心“文化

角色”。其对城市生活的深度书写、市井人物的鲜活刻画、城市文化的多元呈现，都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并直接开启了近代城市叙事的先声。

而当文学的目光投向近现代的上海滩，城市叙事便从传统的自我写照，跃进至一个前所未有

的沸腾场域。它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成为塑造人物、结构情节的核心叙事动力与终极叙事

目的。㉜围绕上海展开的叙事文本，往往呈现出一种集炽烈的世俗性与深刻的反思性于一体的叙

事形态，绘就了一幅繁华与腐朽共生、进步与落后并存、现代性体验与人性异化交织的浓烈画卷。

上海的“物质空间”被资本与工业逻辑重塑，高耸的建筑群、纵横的街市、密织的里弄，构成一

套全新的、充满诱惑与压迫的视觉符号系统。空间高度功能化与商品化 ：交易所是财富幻灭与重

生的楼宇，跑马厅是激情冒险的宣泄场，酒楼堂子则是欲望杂陈、情色交易的集市。在《海上繁

华梦》中，招牌上“必得财”“万倍利”㉝的字样，宣告了这座城市以“利”为生存竞争的基本逻

辑，空间本身跃升为具有侵略性的叙事角色。在此基础之上，其“人文空间”呈现出极度复杂与

异化的面貌。传统人际关系在资本与移民冲击下瓦解，一种冰冷的“实利意识”弥漫其间。《海

上花列传》中吴松桥对乡下父亲的冷酷，揭示了亲情伦理在实利法则下的脆弱与无以为继。海派

小说家如张资平、叶灵凤、章克标等人的性爱叙事则将欲望本身塑造为驱动人物的核心生存哲学，

并借此对性爱之欲与城市欲望作出互文式的隐喻表达。在这样的城市体验中，人的属性被物的属

性所遮蔽，个体在享受空前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原子化的孤独与煎熬，《上帝的儿女们》中恩

金“觉着一切的幻灭。她想世界快要崩毁了吧”，㉞正是对这样一种都市生存状态的写实独白。尤

为深刻的是，上海的“记忆空间”是一种在断裂中被迫生成的、混合着创伤与骄傲的“现代性想

象”。它既是承载民族屈辱的“十里洋场”，又是紧追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先锋。这种撕裂赋予了上

海城市品格内在的紧张与批判性 ：繁华既是进步的标志，也是罪恶的渊薮 ；摩登既是解放的力量，

也是异化的源头。新感觉派以眩晕的语言捕捉碎片化的都市瞬间，正是对传统线性历史记忆的叛

离；而张爱玲则在其笔下将现代性的震颤与旧家族遗韵、市民世相糅合，在参差对照中演绎苍凉

的人性，深化了这座城市的心理层次。因此，上海的城市叙事，是对其外部形态的巨细写生，更

是对其内在精神的深度解剖。它迫使文学不断更新语言与形式，以抵近其精神品格几乎无可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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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在此意义上，上海不仅是现当代中国城市叙事的真正起源与高潮，更提供了一个永恒

的现代性隐喻 ：人在自己创造的辉煌而骇人的都市奇观中，为何不断迷失，又应如何找寻自我？

至于当代，“文化寻根”已然在文学创作层面成为当代城市书写的核心范式。㉟ 20 世纪 80 年

代，邓友梅《双猫图》《烟壶》与苏叔阳《傻二舅》等京味小说通过铺展市井风俗画卷呈现北京

的传统伦理秩序 ；冯骥才以《神鞭》等“津味”小说钩沉天津的“奇人”故事以及围绕他们而形

成的民间“神话”；陆文夫则借《美食家》将苏州娴静高雅的文化气质内化为一种显著的文学风格。

此类创作不仅表达了对城市文化的自觉守护，更体现了地域传统对作家审美格局的塑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寻根向现代都市延伸。王安忆的《长恨歌》《考工记》将宏观文化寻根转化为

对上海家族史与物质文明的微观考证，在个人营造史与城市建筑史的交织中建构海派文明的谱系。

岭南作家则通过历史叙事强化和重构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林棹《潮汐图》追溯近代珠江流域

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下产生的魔幻社会图景，葛亮《燕食记》则借饮食史追忆广府与香港之间剪不

断的文化亲缘。这些创作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了城市主体的历史坐标。

21 世纪以来，城市传记写作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城市叙事对文化根系的勘探。邱华栋的《北京传》

体现了“城市生命体”的创作理念，㊱标志着作家的城市认知从早期强调感官疏离的现代性印象，

转向对城市历史脉络的深层把握。此类写作通过追溯城市文明史，消解了人与城之间的紧张隔阂，

形成更具历史纵深的对话关系。叶兆言《南京传》、叶辛《上海传》等作品构成的城市传记系列，

既受西方《伦敦传》等著作启发，亦是对马克斯·韦伯“中国无城市”论的有力回应——这些文

本通过挖掘每座城市独特的文明轨迹，阐述了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性，有力反驳

了将中国复杂多元的城市历史抽象化为单一属性的西方认知惯性。

从城市志的“空间构型”，到城市笔记的“场景拼盘”，再到城市小说与城市传记的“人格塑造”，

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城市叙事如何一步步深化对“地方”的理解与表达，也在精神层

面响应了原型空间即“家园感”（sense of home）的召唤。“城市或土地被视作母亲，它有抚育机 

能”，㊲这种与“家园”的精神同构关系赋予城市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能够把人的思想、回忆和

梦想融合在一起。不过，虽然“家”这个词在人从野蛮进入开化时代时就获得了重要意义，可它

又将在城市文明的现代性洗礼下逐渐失去这些意义——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自省理念上的观点，

它从根本上指出，寻找家园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随着岁月推移，人类返回精神故乡的渴望变得

愈为迫切，其目标也愈加难以实现。一座城市的独特性，并非仅在于物质景观，更在于人文生态

与历史记忆，而“近景”式的研究范式，正是要求研究者像一位耐心的传记作家一样去梳理和解

读一座城市“自我叙述”的漫长历史，从而真正把握其不可复制的内在灵魂。

特写－场景细描 ：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与符号化

当研究视角从“近景”的城市整体写生，最终推向“特写”的场景细描时，便进入了城市叙事

研究最微观也最深刻的层面。这一范式将分析焦点对准城市中的具体空间单元——可能是一方园林、

一座桥、一扇城门，也可能是一个茶馆、一座车站，甚至是一栋楼宇、一间卧室。它不再满足于描

绘或记录，而是尝试运用理论工具，聚焦城市叙事中最具体的空间单元，解码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深

层意义，以“精神探源”的方式探讨这些意义在历史流变中被建构、凝固或解构、重塑的过程。通

过这种“特写”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叙事的无限性，恰恰蕴藏于其空间符号的丰富性、多义性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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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演变之中。在中国的城市叙事中，这些空间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意义相对稳定、具有

高度文化浓缩性的“凝定空间”；另一类则是随着城市时间加速意义不断流变迭代的“流动空间”。

第一类是那些对整座城市具有高度象征性、意义稳定的文学空间。“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

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

筑展开故事情节”，这样，城市的地标作为故事场景经常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 

象”。㊳这些“城市意象”如同城市的“图腾”，其物理形态（能指）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记忆、文

化价值和集体情感（所指）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符号系统。它们往往是城市的

地理或文化核心，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文学书写与民间传说的反复“凝定”，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物

理功能本身，升华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成为城市叙事系统的“记忆索引”，其象征意义是如此

稳固，以至于任何试图讲述城市故事的文本都几乎无法绕开它们。

在唐代传奇与笔记中，“勤政楼”正是这类文学空间的典型。作为帝国都城长安的娱乐中心，

勤政楼在文学书写中承载了盛世的张扬与热烈，其场景中“百戏竞作，人物填咽”，㊴“观者数

千万，众喧哗聚语”㊵的恢宏画面在《开天传信记》《乐府杂录》等文本中被反复渲染，不仅反映

了帝都的盛世实况，更将这一空间提升为盛唐气象的视觉象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勤政

楼的意象发生了深刻转折 ：从宴乐喧嚣、歌舞升平之所，到瞬间风流云散、繁华落尽，逐渐蜕变

为长安民众追怀盛世、感慨今昔的情感符号。在《明皇杂录》《本事诗》的记述中，玄宗自蜀地

重返长安，寻访旧日梨园子弟于勤政楼前，虽风景不殊，盛世气象已然失落，令人无限唏嘘。在

这些长安叙事中，勤政楼始终与“开元盛世”的文化记忆紧密关联，成为今昔对比的叙事焦点。

除了浓缩城市历史的象征性空间，典型性的城市意象也在城市空间与市民情感生活的频繁互

动中逐渐生成。以苏州虎丘为例，虎丘自古就是青衿仕女徘徊流连的去处。在清代小说《生花梦》中，

初到苏州的康梦庚慕名往游虎丘，“见山涛七里，画楼雀舫，箫管蔽天，游女如云，万花若绮”；㊶ 

在《孤山再梦》中，钱雨林与友人同往虎丘游赏，一路踏青走来，“只见桃花乱飞，人踏千片红玉 ；

柳絮横舞，鸟啄万缕黄金”。㊷这些以苏州为背景的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虎丘作为核心叙事场景，

不仅赋予情节以地理真实感，更使其成为凝结苏州城市文化特质的符号载体。黄周星所著《虎丘恋》

叙述明代正德年间才子张灵与佳人崔莹在虎丘一见钟情，却因命运拨弄而双双殉情的悲剧。在这

篇以虎丘为故事发生地的爱情小说中，其叙事细节中无不流露着姑苏城所凝结传承的浪漫情思与

文采风流。正是在千年风流胜地虎丘的见证下，这样惊心动魄的才美奇情才具备了文化情感上的

感染力，也唯有通过虎丘，苏州这座城市的风月文化与精神气质才得以如此完整、深刻地抒写与

表达。

而当城市形态发展走向近现代，城市意象的空间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对于漫步

在十里洋场的城市叙事者而言，他们所观察、体验的城市空间充斥着嘈杂的信息，造型夸张、色

彩鲜艳的广告牌与浓妆艳抹、盛装性感的摩登女郎时时冲击着他们的视觉神经，原本静态的空间

因为现代交通的发展而成为一种流动的存在，“他们像漫游者一样步行上海街头、穿越异国情调

十足的都市风景，寻找新的感觉（惊讶、过度刺激）、新的空间（经验方面的与文本方面的）、新

的风格（写作上的与生活上的）”。㊸在这样瞬息万变的都会生活中，通过长期记忆沉淀、文化互动

来建构城市意象的叙事已非主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更能展示现代生活节奏和娱乐社交功能的城

市“舞台场景”设置。以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舞场”空间为例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上

海舞场业发展至顶峰，海上男女昼夜不息地混迹于声光交错、灯红酒绿的舞场，上海等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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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丽都四大舞场㊹频繁出现在小说叙事中，成为都市人追求

刺激享乐的纵欲欢场或缓解疲惫麻木的情绪码头。这些舞场空间不再是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或吟

风咏月的文化空间，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参与者提供一种都市性的身份凭证，如穆时英笔下

的黑牡丹自述 ：“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

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㊺在五光十色、轻歌曼舞的舞场上，人仿佛被

溶解在这股由音乐和费洛蒙混合而成的热浪中，如刘呐鸥在《游戏》中所写 ：“中央一片光滑的

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

的势力下。”㊻舞场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失控、超越日常体验的城市魔幻空间，成为“魔都”的表征。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按下“加速键”，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城市空间

经历着剧烈的解构与重塑。原本被赋予空间的一切坚固的、神圣的、稳定的意义都开始烟消云散，

代之而起的是第二类空间——流动的、功能的、短暂的、意义不断生灭的“非地方”。㊼本雅明对

19 世纪巴黎“拱廊街”的分析早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拱廊街作为巴黎这个“举世公认为

最豪华最时髦的大都市”㊽机体中的一个新型城市空间，其内部陈列的商品、流动的“闲逛者”、

玻璃与钢铁的透明结构，都预示着一种新的都市体验 ：空间不再是历史与记忆的载体，而是商品

拜物教的展示橱窗和陌生人短暂相遇的舞台。㊾这种“流动空间”在 20 世纪以来的城市叙事中变

得愈发普遍。火车站、地铁、百货公司、咖啡馆、电影院、立交桥……这些空间的首要特征是其

“功能性”与“中转性”。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消费、移动或短暂地停留，而非为了寻找历史的

根基或文化的认同。在这些空间里，人际关系是匿名的、疏离的、工具性的，而空间本身的意义

也被其即时的“使用价值”所取代，成为社会关系的“情境”而非“载体”。

城市叙事的无限性，正在于这种从“凝定空间”到“流动空间”的动态演变与情境并置。一方面，

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凝定空间为城市叙事提供着稳定性和话语深度 ；另一方面，那些不断

生灭、功能迭代的流动空间，则如同城市的“流行词汇”，为城市叙事注入了活力、变化与无限的

可能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在这里，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集体记忆与

个人体验、永恒的象征与短暂的流行相互碰撞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叙事永远不会有终结

的一天，因为只要城市本身还在生长、变化，新的空间、新的体验、新的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被

创造出来。这种由空间符号的无限衍变所驱动的叙事生成机制，正是城市文化生命力的终极体现。

结语 ：在空间诗学重构中探寻城市文化精神

通过“四景重构”这一基于文学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城市叙事的复杂面貌进行了

一次由宏观到微观、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性扫描。“远景”研究在于证明中国城市叙事在广袤的

疆域上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相互关联的文学生态板块，其分布与演替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治、

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中景”研究则通过“双城记”的比较范式，揭示了城市之间在依存、

竞争与对话中所产生的强大叙事张力，这种张力往往成为时代转型与文化冲突最敏锐的表征。“近

景”研究深入城市内部，通过追溯其叙事文体的演进，阐释了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是如何在物质、

人文、记忆三重空间的交织中被历史性地书写与建构。“特写”研究则将分析的精度提升至极致，

通过对具体空间符号的解码，分析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凝定空间”如何为城市提供文化认同

的基石，更洞察在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那些“流动空间”如何以其不断生灭、功能迭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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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叙事带来了“众声喧哗”的无限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四

种视角所构成的层级似乎只是由宏而微的视距变化，要想完成文学地理学逻辑的自然延伸，从外

在表现抵达城市叙事的本质，则应将研究路径的选择转化为方法论层面的省察。我们认为，在“四

景切换”之中，更应贯注系统论的思维，立足视角切换，强化学术理路与研究层次上的递进深入，

通过传统转化、生态还原、空间融通、精神探源“四论”的拓展贯通，将城市叙事分析、整合、

升华为系统性、结构性的空间诗学重构。具体而言，应加强以下四个层面的理论推进。

首先是“传统转化论”。当代城市叙事研究的深化，亟须从绵延深厚的传统城市叙事中汲取

主旨观念、题材内容与文化底蕴的滋养。家国情怀构成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思想根基与精神深度。

城市叙事始终与民族命运、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其超越个体悲欢、关切群体福祉与文明赓续的宏

大情怀，是叙事超越物质记录、触及民族集体无意识与文化认同核心的动力源泉，赋予文本以历

史厚重感与伦理庄严感。地域文化则展示了城市叙事的历史厚度与独特品格。中国广袤的地理与

多样的人文环境，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形态。这些根植于特定水土的文化个性，为城市叙

事注入了鲜活的生命质感与可辨识的美学标签，使其得以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中避免同质化，

获得坚实的民族品格与地方性知识支撑。价值冲突为城市叙事提供了永恒的戏剧张力与叙事形式。

作为各种社会力量、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交汇点，城市天然是价值冲突上演的舞台。这种冲突

在叙事中呈现出多元维度，构成了推动情节、塑造人物、揭示社会深层矛盾的叙事引擎，使城市

叙事始终保持敏锐的现实关怀与强大的阐释活力。此三者——家国情怀的深度、地域文化的厚度、

价值冲突的张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叙事传统的精神内核，为当代研究的“精神探源”提供

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清晰的价值坐标。

其次是“生态还原论”。无论是远景、中景、近景还是特写，都必须将城市叙事视作一个有机的、

动态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以城市叙事文本为中心，勾连并激活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

体等诸多生态要素，形成一个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意义网络。㊿远景层面，对宏观文学版图的

勾勒，须考虑不同文学生态区间的能量流动，揭示叙事资源分布与文学“势能”转移的动态过程。

中景层面，对“双城”现象的剖析，须制定更加合理的对比和互文标准，以理解时代精神、经济

模式、文化风尚在特定空间关系中的集中体现。近景层面，对单一城市文学叙事的追溯，必然涉

及不同文体间的承续变异、官方与民间叙事的互动、本地与外来视角的融合，最后形成的不仅是

特定城市的文学生态史，也是精神文化的演进史。在特写层面，城市叙事研究抵达最生动的微观

现场，其存在证明城市的空间意义不仅来源于时代的宏大性，更源于个体心灵在城市叙事中被保

存、讲述与重塑的记忆，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场景讲述，让城市精神得以在最细部的空间单元中

生成、滋长、流动，并始终保持着向未来开放的生命力。

再次是“空间融通论”。城市叙事生态系统的核心运作机制，集中体现于其对城市空间的文学

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典型地呈现为物质空间、人文空间与记忆空间的三重叠加与辩证统一。 这一

探讨不仅适用于前文对城市小说的叙事形态的分析，还体现出对几乎一切城市文学书写的适用性。

在“空间融通论”中，物质空间是叙事的第一重基础，指涉作为实体的建筑与地理环境，为叙事提

供基础的地理坐标与空间框架。人文空间是第二重展开，孕育于物质空间又超越其物理属性，指向

由人类活动赋予的社会、文化与情感内涵，使空间充满人的气息、社会的节奏与文化的属性。记忆

空间是第三重升华，是叙事主体对前两重空间进行选择、加工与情感投射后重构的主观空间，将空

间内化为影响命运、塑造性格、承载价值的核心要素。此三重空间并非截然分离 ：物质空间的独特



164     总第四三五期

性与人文空间的标志性，需要通过持续的主观叙事才能被确认、强化并传承，形成稳定的城市意象。

反之，记忆空间所承载的主观情感与文化想象，又须依附于具体可感的客观空间，方能获得坚实的

体验基础与共鸣效应。三者交织互动，共同构成了城市叙事立体、生动且意蕴丰赡的结构层次。

最后是“精神探源论”，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精神探源是对审美意识的提取与培育。城

市美学超越了对城市物理形态与实用功能的客观描述，是叙事主体通过情感投射、文化想象与价

值赋予所营造的主观地理感受。在此意识的引导下，城市的精神基质呈现为一种区域性的、可被

感知的文化性格与美学氛围。其二，精神探源是对城市文化精神的论证、探索和反思，尤其是对

原型空间的追溯，指向城市精神结构中那些相对稳定、深层且具有集体无意识色彩的内核，它往

往与特定地域的“家园意识”，历史传承中的集体记忆以及反复出现的文化母题紧密相连。通过对

叙事文体衍进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考古，可以揭示城市的精神谱系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升华为文化

根脉的归属体验与认同感。其三，精神探源的深化最终指向哲理思辨，指向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

的“终极空间”。这是对城市精神永恒生成状态的隐喻，它意味着城市精神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

集体与个体、稳定与流变、记忆与遗忘的持续对话与协商中，不断超越自身、面向未来开放的生

发过程。它是城市精神生命力最高体现的代表，在其动态平衡中蕴含着永恒发展的无限潜能。

经由上述的路径探索与范式重构，一种城市空间诗学已然成形，也即以“四景切换”为特色路径，

将城市叙事中人城共存模式与情感距离转化为学理性、多方位的考察视角，在纵向上把握城市叙

事的文本形态演变与城市文化的内涵递进，在横向上囊括从世界视野、国家视野到城市全貌、城

市特殊场景的不同空间叙事策略。它既考虑从城市客体空间到主体空间，再到文本空间的形态转化，

也关注不同文学生态区间的文化关联和能量流动，最后指向意蕴丰厚的城市精神空间的营构。

回望城市叙事波澜壮阔的历史，人对于城市总有深情的凝望与亲切的晤谈时刻，绚丽的城市

光影投射在历史的长廊中，深沉的文化图景不断被呈现、重构、传承。就这样，对于城市叙事研

究的考察宛如一次次接踵而至的追随，我们追随着观察者的脚步，清晰感受着城市的生动脉搏，

在城市的宏阔广场聆听历史的回响，叩问城市的心灵，由此品察和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

市文化精神，并见证这一空间诗学的潜心孕育和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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